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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赡养义务入法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但其履行情况并不乐观。现实中既存在义

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相关政策制度支持乏力的矛盾，也存在义务人消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与

该义务履行客观评价标准欠缺及法律保障不足的矛盾。为落实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应当明确精神赡

养不同主体间的责任与义务内容，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最低限度，并据此完善与之匹配的探亲假

制度、激励措施、失信惩戒措施及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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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the entry of spiritual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into law is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spirit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but its performance is not optimistic. In reality, there is not only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bliger's a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of spiritual support and the weak 
support of the relevant policy system, but als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bliger’s passive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of spiritual support and the lack of objec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insufficient leg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of spiritual support,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tent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subjects of spiritual support, set a minimum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bligation of spiritual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matching system of family leave, incentive 
measures, publishment measures for breach of trust and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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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 规定，赡养人对老年人有精神慰藉的义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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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分开居住的，

应当“常回家探望”，这是我国立法对老年人精

神需求的积极回应。该条款自出台以来就受到学

界的高度关注，公众一度对细化后的精神慰藉条

款提出多种质疑：“常回家探望”是否可以作为

法律义务进行约束？其正当性何在？该条款是否

能够促进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细化后的精神赡

养条款出台已有几年时间，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履

行效果并不理想。假若赡养人不履行“常回家看

看”的义务，是否可考虑采取强制性手段来促成

该义务的履行？立法者细化精神赡养义务的目的

是使老年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关爱与满足，但

以冰冷的法律规则促使家庭温情、关爱之实现，

又是否会适得其反？此外，现有立法中仅明确规

定家庭成员或者赡养人对老年人具有精神赡养义

务，然而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是多元化、多方面的，

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解决亦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那么政府、企业乃至赡养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现有法条规定具有模糊

性，是否可考虑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合理限

度来推动该义务的落实？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

有益于精神赡养义务履行问题的解决。

一 精神赡养义务入法之正当性及细化

之必要性

我国制定的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

已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义务；

2015 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

义务进行了细化，增加了“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这一内容；2018 年新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亦对之给予保留。无论是笼统的精

神慰藉条款，还是细化后的“看望与问候”条款，

皆有存在之正当性。

（一）以道德与礼教引导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

存在功能性短板

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主要体现为情

感交流或子女对父母情感需求的回应，即子女通

过行为或语言表达对父母的尊重与关爱，使父母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子女在成长中受到父母的照

顾，与父母有较多情感交流；子女成年后，基于

关爱、理解与尊重，理应对父母进行情感反哺。

因而，子女对父母进行精神赡养既是家庭关系存

续的自然状态，亦是子女与父母间情感孕育的一

般规律。现实中，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可分

为三种状态：自然流露状态、礼教约束状态及冷

漠缺失状态。自然流露状态，即成年子女出于自

然的情感反哺给予父母精神层面的敬养，与父母

形成良性的、能使之获得精神满足的情感交流与

心理关爱。礼教约束状态，即子女基于家庭伦理

关系的束缚或者传统孝道礼教文化的影响，产生

孝敬父母的责任心与道德感，并由此履行孝敬父

母之义务。冷漠缺失状态，即子女漠视与父母间

的情感交流，不关心或很少关心父母的精神需求，

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对父母的精神赡养义务。冷

漠缺失状态又可分为“被动冷漠”与“主动冷漠”

两种情形。被动冷漠，即子女并非不愿履行对父

母的精神赡养义务，而是由于外出务工、经济压力、

社会竞争、自由支配时间、生活压力等诸多原因，

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与父母间的情感交流；而主

动冷漠则是子女不愿甚至抵触与父母进行情感交

流，没有从精神层面形成赡养父母的意识。前一

种情形无关道德与礼教，后一种情形不排除有部

分人可以通过道德感化或礼教熏陶而重新树立对

父母的精神赡养意识；但现实中亦存在一部分“顽

固分子”，道德感化与礼教熏陶对其作用甚微，

道德约束趋于无效。

（二）精神赡养法律化是促进精神赡养义务履

行的有力手段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

精神赡养义务，并设置了“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

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

条款。或许有人认为，看望父母是道德问题，不

属于法律规约范畴，所以不应该作为法律义务写

进法条，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界限本就是通

过立法来划定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亦有人认为老人的情感需求固然应当得到尊重，

但情感却不能通过法律强制来实现 [1]。“常回家

看看”属于道德和私人事务范畴，如果法律过于

干涉道德，只会适得其反 [2]。这些观点对法律是

否可以以及是否能够调整精神赡养问题提出了质

疑。道德与礼教虽然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与引导作

用，但如前所述，现实中存在非因道德因素引起

的老年人精神赡养缺失问题，即精神赡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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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能”，以及藉由道德感化或礼教熏陶无法解

决的精神赡养缺失问题。虽然法律向来被视为最

低要求的道德标准，但其相较于道德而言，更具

强制约束力，因此，要使老年人免受“精神遗弃”

的困扰，必须介入更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手段。

（三）“看望”义务立法化是对老年人空巢问

题的理性回应

法律与时俱进地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是其存

在的正当性基础，老年人空巢率上升突显出细化

精神赡养义务之迫切性。过去，我国法律对老年

人赡养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倾向于物质层面，精神

赡养义务因内容的模糊性及评价的主观性，在很

长一段时期内皆停留在口号宣传层面。但随着社

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

很多老年人已经完全具备自我养老的经济基础，

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则显得更为迫切。老年人对

子女赡养的期盼更多体现于精神需求层面，希望

子女能够陪伴自己，给予情感支持、家庭关怀及

心理慰藉等。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皆存在大量的

独居老年人，很多空巢家庭的老人往往很久都见

不到自己的子女，也很少接到子女的电话，严重

缺乏亲情关怀。有专家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空

巢老人将超过 2亿人，且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 [3]；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有空巢老人 872.8 万人，

占比首次超过老年人总数的一半 [4]。这些数据皆表

明，我国老年人空巢形势严峻，不少空巢老年人

因长期无法见到自己的子女，无法享受天伦之乐，

表现出郁郁寡欢、精神空虚、寂寞苦恼的精神状态，

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它同样也说明，

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明确赡养人

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义务，但是仍未有

效缓解老年人被“精神遗弃”的现象，应对老年

人精神赡养问题，需赋予相关法律更强的生命力，

即在法条内容细化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执行力。

二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三重障碍

（一）精神赡养义务履行欠缺客观评价标准

精神赡养由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已为我

国多部法律认可，《宪法》虽没有明确规定子女

对父母的精神赡养义务，但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

扶助义务，而扶助既包含物质方面的扶助，也包

含精神方面的扶助。《民法总则》《婚姻法》《继

承法》三部法律皆规定亲属间有互相扶养、抚养、

赡养义务，这种赡养义务亦包含物质赡养与精神

赡养两个层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明确规

定“看望”或“问候”义务；但这些法律条款皆

没有为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设计客观的评价标准。

“经常看望”中的“经常”应当如何界定？经常

探望义务是否可以其他方式替代履行？老年人的

精神赡养需求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不明确性，虽然

现有法律对老年人精神赡养作出了规定，但人们

只能在观念上感受到它的存在 [5]。精神赡养的内容

既可以说是明确的，也可以说是不明确的，将精

神赡养仅仅理解为老年人对家人关爱、理解的需

求并不完整。有学者认为，老年人精神需求包括

三个维度的需求，即自尊的需求、期待的需求和

亲情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满足为人格的尊重、成

就的安心和情感的慰藉 [6]，因此，精神赡养也应

从这三个维度来把握。但无论是人格的尊重，还

是成就的安心抑或情感的慰藉，都很难量化，它

是一种玄妙的思想感受，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

所以，如若从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衡量精神赡养义

务的履行是否到位，将陷入难以量化评价的泥潭。

而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若欠缺客观评价标准，则

难以对该义务履行情况进行评判，亦无从针对义

务不履行情形采取惩罚措施。如果法律义务如同

道德义务一样不作应当履行之要求，当事人不会

因义务不履行而承担不利后果，那么其将失去作

为法律义务的实际存在价值。

（二）精神赡养案件裁判执行存在现实困难

精神赡养案件与其他给付案件不同，精神赡

养案件裁判执行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当事人对家庭

成员精神慰藉的需求未必可以通过司法“强制”

手段实现。如在“谷小妹诉仇爱娣等赡养纠纷案”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
北民初字第 0882 号）中，虽然法官也强调子女对

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

层面，要求子女履行对母亲的精神赡养义务，但

对于如何给予精神赡养并未给出明确执行方案，

仅提倡被告仇爱娣、仇爱凤、仇爱芬等需以伦理、

情理、道义等传统美德来要求自己，给予母亲暖

寒问候。这实际上是将精神赡养作为一种重要的

道德义务或伦理义务来提倡，而非作为法律义务

藉由强制力保证实施。假若“经常探望”义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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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方式执行的话，难保不会出现探望父母“即

来即走”的形式化履行；并且“除金钱给付（如

赡养费）外，任何的行为罚都限制了当事子女的

人身，赡养行为（如探望、沟通、交谈等）会被

暂时中断”[7]。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法院在判决

子女应当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时，一并明确了精神

赡养义务的履行方式，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的一起赡养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杨乙、杨丁、

杨 A、杨 B、杨 C、杨 D 等每人每月至少探望原

告一次，且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法院如

此判决，但在子女探望与陪护过程中又涉及谁来

监督探望义务履行的难题。

（三）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缺乏配套制度条件

如前所述，精神赡养冷漠缺失状态可分为“被

动冷漠”与“主动冷漠”两种情形。被动冷漠，

即子女并非不愿履行对父母的精神赡养义务，而

是由于外出务工、经济压力等诸多因素，无暇顾

及或少有顾及与父母间的情感交流。这说明精神

赡养义务的履行既取决于子女或家庭成员的主观

意愿，也受制于社会竞争、企业制度、国家政策

等客观条件。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

规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事

业单位职工可以享受探亲假，但实际上很多人因

为工作太忙、竞争压力太大，从来没有请过探亲假。

很多企业甚至完全没有为员工设置探亲假制度，

员工但凡请假就会被扣除相应的工资，请假天数

多了甚至可能被辞退。少数企业虽然设置了带薪

年假制度，但又将请假天数作为员工考核的重要

参数，变相压缩请假概率，迫使员工不得不放弃

休假探亲的念头。这些都说明，精神赡养义务的

履行尚且缺乏配套制度与政策的支持。

三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主体之审视

  中国社会观念一直将子女或者家庭成员视为

赡养老年人的义务主体，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 18 条除了强调家庭成员具有对老年人的精神赡

养义务外，还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一条款虽

没有直接规定用人单位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应

当”一词已表明用人单位有按照国家规定保障赡

养人探亲休假的义务或责任，亦即为赡养人提供

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之客观条件的责任。由此，可

将精神赡养的主体划分为直接义务主体与间接责

任主体。过多地强调赡养人的义务而忽略间接责

任主体的责任，是导致精神赡养面临诸多难题的

主要原因。明确不同主体在精神赡养中的责任与

义务内容，才能更好地促进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

（一）精神赡养中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内容

  有人认为，精神赡养中的赡养人不仅包括被

赡养人的子女，还应包括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 [8]，

将精神赡养中的赡养人扩大至政府与社会。但法

律意义上的赡养人仅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依法负

有赡养义务的人，这种赡养义务是基于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或者照料关系产生的。认为政府与社会

应当共同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源于社会经济

发展对劳动力输入的需求与家庭成员对老人给予

精神赡养的投入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前者一定

程度上造成后者的折损，并因之产生负担义务。

但这种负担义务并非基于血缘或亲缘生成的赡养

义务，政府与社会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主

体，而是为赡养人提供便利条件的责任主体。一

方面，政府有为法定赡养人提供相关政策制度保

障的责任，即通过健全的制度设计来避免赡养人

因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而遭受工作中的种种不公平

待遇，或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赡养人因

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而面临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政

府与社会无法替代家庭成员来履行精神赡养义务，

但可以通过为法定赡养人提供经济与政策上的支

持来为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提供便利。如探亲假

这项国家规定虽然已经颁布几十年，但在实践中

却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多数人要么不知道

有探亲假制度，要么即便知道有探亲假的规定，

亦因害怕工作或职位受到影响而尽量避免休探亲

假。这说明，要促进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政府

与社会还需在制度提供与政策支持方面付出更多

努力。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应当承担起向老年

人提供多样化精神服务的责任。虽然社交、娱乐、

接受教育等精神需求的满足不同于老年人从子女

处获得的关爱与精神慰藉，但可以一定程度上降

低老年人的空虚寂寞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间接减少老年人对子女精神赡养的诉求。

具体而言，政府与社会在筹建老年大学、组建社

会养老机构、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应

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或付出更多的努力，加大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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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的投入及对精神赡养的社会宣传，满足

老年人受家人关爱、受社会尊重的精神需要，深

化对老年人幸福生活及精神健康的保护。

（二）老年人精神赡养中的义务主体

  精神赡养是指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

贴老年人，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满足其精神生

活的需要，使其愉悦、舒心 [9]。显然，能够给予老

年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等精神感受的并不

限于子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的精神

赡养义务人为“家庭成员”，但并未言明“家庭

成员”包含哪些主体。亲属法中对“子女”的定义，

包含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等，

但作为精神赡养的义务主体应视情况而定。除子

女外，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出现

某些情形时亦可作为精神赡养的义务主体。

  1. 子女。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

权利，因此，他们也是精神赡养的当然义务主体。

他们与父母之间有天然的亲子关系，亦往往是老

年人获取关心、体贴、幸福感等精神慰藉的主要

来源。在家庭生活中，长期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

权利的养子女亦是精神赡养的当然义务主体。《婚

姻法》第 27 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

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进行

推断，继子女也应当对抚养教育其长大的继父母

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如果没有抚养教育关系，那

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就不存在父母子女同等的

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精神赡养义务。

如 1979 年“赵淑珍诉侯国文等三人赡养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子女对继母有无赡养义务

的请示的批复》中，对此问题作过指示：“我们

认为，侯国文等虽称赵淑珍为继母，但赵对侯国

文等并未尽抚养义务，因而，双方在法律上不存

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法院不宜用判决方式强令

侯国文等对赵淑珍履行赡养义务。”按照收养法

的规定，在收养关系存续期间，养子女应当作为

赡养的义务主体，收养关系解除后，成年养子女

有向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给付赡养费的义务，

但这种给付与基于身份发生的赡养义务不同，是

一种经济补偿责任。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

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拟制直系血亲和拟制旁

系血亲关系也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养子女也

不宜视为精神赡养的义务主体。

  2. 孙子女、外孙子女。根据《婚姻法》第 28
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

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有赡养的义务。”该法条中特别强调“有负担

能力的”这一前置条件，并没有言明是针对精神赡

养还是物质赡养，但从司法实践案例（如“李文东

等诉李先凯等给付赡养费案”[10]）来看，其指的应

是经济负担能力，即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的能力。但

就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亲属关

系而言，不应排除老年人基于身份关系享有的精神

赡养权利，在子女死亡的情况下，孙子女、外孙子

女应当承担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义务。

  3. 其他家庭成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4 条第三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

人履行赡养义务”，说明配偶在精神赡养中也应

发挥协助作用。现实中，有不少赡养纠纷往往发

端于老年人与其子女的配偶之间，老年人精神上

的痛苦也往往与婆媳、翁婿关系不佳有关，甚至

有一些配偶因为家庭矛盾阻挠赡养人对老人履行

赡养义务。如果将赡养人的配偶一并列为精神赡

养的义务主体，尤其是作为精神赡养中消极义务

的履行主体，那么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威慑力，促

使其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也有人认为，精神赡

养的义务主体，除上述主体外，还包括形成抚养

教育关系的其他长辈与晚辈，如姑侄关系、叔侄

关系等 [7]。换言之，亲属中形成了情感哺育及抚

养关系的长晚辈间可在无更优顺位赡养义务人的

情形下成为赡养义务主体。

四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困局之破解路径

  获得精神赡养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向

老年人提供精神赡养则是赡养人的一项法律义务。

在赡养人消极履行或者懈怠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时，

老年人享受精神赡养的权利必然受到影响。因而

提倡通过法律保护手段来维护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权，但这种保护应以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必要或

合理限度为前提，法律不能通过无限度地增设赡

养人的义务来维护老年人享受精神赡养的权利。

（一）合理设置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限度

  1. 设置精神赡养义务履行限度的现实意义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之所以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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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病，一则因为精神赡养不同于物质赡养可以通

过量化来衡量，二则因为精神赡养条款本身规定

模糊。不同的老年人对“经常”的心理期待不同，

司法人员针对“经常”的判定标准也无法定量。

精神赡养的履行不应设置上限，因为精神赡养既

是子女孝敬父母的情感体现，亦属自然人表达情

感之自由；但法律应明确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下

限，明确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未达到临界值时应

受到相应的处罚，亦即确定精神赡养义务履行之

合理限度。尽管有人认为老人的情感需求不能通

过法律强制来实现 [1]，强制履行措施亦会影响精

神赡养义务的实际履行，如被采取行政拘留的赡

养义务人在受拘留期间必然无法履行精神赡养义

务，但彼时之惩戒措施却可以起到预防及警示未

来义务履行的作用。法律义务的履行需要配备相

应的制裁措施，否则其与道德义务别无二致，而

设置精神赡养义务的合理履行限度，则可为精神

赡养条款的落实提供更明晰的操作指引，为该义

务不履行时惩戒或强制措施的采行提供判断依据。

2.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限度设置之参考因素

  从现有的涉及精神赡养纠纷的司法裁判文书

来看，不少当事人在要求赡养人履行精神赡养义

务的基础上，还提出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方式为

打电话问候或者常回家探望。由于精神赡养纠纷

往往与物质赡养问题夹杂在一起，因此部分司法

裁判将关注点放置于当事人物质赡养诉求及经济

赡养问题的解决上，精神赡养问题仅简单带过。

如《陈某乙、解某与陈某甲、陈某丙等赡养纠纷

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判书（2016）苏 12 民终 965 号）中，法院

认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

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

殊需要”，但并未说明赡养人给予老年人精神上

慰藉的方式。有的司法裁判文书中则明确指出精

神赡养义务履行的方式，建议赡养人以“打电话”

或“发短信”的方式履行问候老人的义务。

  司法裁判在面对精神赡养的具体方式、时间、

次数等问题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则认为

赡养义务人经常回家看望或通过其他途径问候老

年人的方式、时间、次数不宜由法院直接予以明确，

而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如“陈万傲、解粉喜与陈

金钧等人赡养纠纷民事案”（江苏省兴化市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 0652号）。

一则直接明确赡养人问候老人的方式、时间与次

数。如“方某甲诉方某乙等赡养费纠纷案”（江

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安李民

初字第 00442 号），法院判决“被告方某乙、方

某丙每两个月回家看望原告一次，每周问候原告

一次”；“张某某 1 等与张某某 2 等赡养纠纷上

诉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鄂 06 民终 624 号），法院判决“张某 2、
张某 3 每人每月至少回家看望张某某 2 一次”，

其中的“每月至少回家看望一次”即可视为对精

神赡养义务最低履行限度的设置。德国关于精神

赡养的法律明确规定：“子女必须利用国家法定

假期三分之一的时间到父母居所陪同；当遇到父

母生日、结婚纪念日等关乎老人心情与情绪的时

刻，都要在第一时间来到父母的居所祝贺。”[9]瑞典、

芬兰等北欧国家对精神赡养内容与形式作了具体

规定，不仅规定子女与父母见面的时间、地点和

次数，甚至子女和父母谈话的忌语都受到法律的

限制 [11]。此类规定皆可视为对精神赡养义务履行

限度的设置，即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限度可从探

望次数、时间、特殊纪念日、法定节假日、谈话

内容禁忌等角度来设计。我国亦可参照域外相关

做法，科学设计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合理限度。

（二）科学设计精神赡养义务履行之配套制度

措施

  通过制定和完善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

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将赡养人探望老人

的次数、时间、地点等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并配备相应制裁措施，这一做法可能会引发以下

两个争议：一是强制性地要求子女履行精神赡养

义务是否会适得其反，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二

是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是否会流于形式？现实中

虽不能完全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但亦不能因之

否定此类法律条款存在的价值。如果法律实施的

正面作用远大于其概率性的作用缺陷，那么其即

值得被肯定。何况，是否行使精神赡养权取决于

老年人自己，精神赡养条款重点面向的是那些希

冀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精神赡养问题的老龄群体，

为他们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虽然老年人精神慰

藉的满足并不完全取决于子女符合法律要求的行

为表达，但以赡养人是否实行精神赡养行为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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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较之以老年人主观感受

来判断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更为客观。如同罚款

并不能必然起到教育及预防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一

样，细化的精神赡养条款亦有其难以规避的缺陷，

即不能确保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必然实现，但其对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限度的设置符合老年人的心理

期待，上引司法裁判文书业已反映出老年人对赡

养人问候或探望次数的诉求。当然，为确保精神

赡养义务履行及履行效果的实现，可在合理设置

精神赡养义务履行限度的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

措施的设计。

  其一，完善探亲假制度。具体而言，应将探

亲假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企业及单位，使全体

劳动者都享有合理的探亲假。虽然国家法定节假

日较多，但经调休后一般不会超过 3 天，如果是

远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家探望父母，3 天时间多耽

搁在往返路程上；如若遇到轮班，休假日被拆分，

那么回家探亲的想法只能搁浅。因此，常回家探

望老人有赖于探亲假制度的支持，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避免

职工因休假探亲而受到不公平待遇。

  其二，设置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激励措

施。为鼓励子女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营建孝敬父母、

常回家探望父母的社会氛围，相关单位或社会组

织可对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者给予一定的物质

奖励或授予荣誉称号等精神奖励 [12]。如苏州护理

院推出“奖励金”措施，用于奖励经常到护理院

探望父母的子女。该制度推出后，子女探望父母

的频率明显增加。此外，亦可参照新加坡的相关

做法，设置家庭奖励政策，将赡养老人与购房或

租赁房屋联系起来，对于与老人同住的，适当放

松购房政策或给予租房优惠 [13]。

  其三，就拒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者设置失信

惩戒措施。现实中不乏存在一部分拒不履行精神

赡养义务的“顽固分子”，道德感化与礼教熏陶

对其作用甚微。对此，可在老人同意的情形下，

将其子女拒绝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情况录入征信

系统并向社会公布，或将其拒绝履行精神赡养义

务的信息推送给用人单位、银行或中介机构等，

降低其社会评价，对其就业、贷款乃至其他社会

活动参与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其四，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尽管子女

与家庭成员是老年人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

但并非唯一来源，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既包括子女

关爱、尊重的需求，也包括娱乐休闲、接受教育、

参与社交、获得社会肯定等多样化的需求。通过

筹建老年大学、组建社会养老机构、鼓励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老年福利事业、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

氛围等，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优良的社会关爱服务，

强化老年人的精神满足感，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

人对子女或家庭成员精神赡养的依赖程度。

  总而言之，结合法律规制、道德约束、政府

引导、社会激励等多种途径来推进老年人精神赡

养义务的履行，是进行综合性的制度构想及法律

构造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此才能使法律获得更

多的认同与支持，并促进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

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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